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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扶贫政策的伟大变革看历史性脱贫奇迹*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回溯分析

谢小芹    文兰英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是十八大以来对党

和人民事业兼具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2020年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

对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探索这一奇迹背后的“密码”离不开对中国扶贫政策变革的回溯

与分析。已有研究多着眼于宏大叙事或微观刻画基础上的描述性分析，缺乏统一性的分析框架

引领深入分析。依循通过中国扶贫故事的小切口来提炼出扶贫的中国命题和本土理论的基本

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行动单元-行动转译-行动网络”的逻辑链条，系统分析和归

纳中国扶贫政策的特征。研究显示，我国扶贫政策呈现出以下阶段性特征。第一，中央政府主导

的单中心扶贫阶段：中央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以体制改革转译为中心，扶贫网络呈现出高级

政府为核心的单主体特征。第二，中央政府联动地方政府的行政扶贫阶段：行动者网络纵向延

伸，以开发式扶贫转译为中心，初步形成上级政府驱动下级政府的行政扶贫网络。第三，政府

主导、多方参与的“一核多元”扶贫阶段：动员多元力量参与扶贫，以多向度扶贫转译为中心，搭

建政府驱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参与扶贫网络。第四，党政同责下的复合型网络阶段：坚持党政同

责的原则，以党政统合转译为中心，依托大数据建构更为包容性的综合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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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明确

指出，“我们坚持 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

了人 类 历史 上 规 模最大的脱贫 攻 坚战，全国

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

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

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这一突出成就

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全国各族

人民守望相助、全社会合力攻坚的结果，[2]是我

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高的历史起点。对贫困

进行追溯可知，贫困问题始终与人类社会相随，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

不仅影响到农村农业现代化，还关系到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农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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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实践

部门如此，学界更是将扶贫脱贫纳入到公共管

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范畴中进行

深度剖析。扶贫脱贫问题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

程中兼具复杂性与时代性的重要存在，对这一

议题进行研究需要坚持“属于中国”到“关于中

国”的路径，把握发展变革中的扶贫政策。换言

之，只有将“中国”作为方法论，[3]了解中国故事

的内在源头，才能解码中国脱贫这一历史性奇

迹、构建“中国话语”，继而有效推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总之，绝对贫

困的消除投射出中国政府扶贫脱贫政策的适恰

性和正确性，成为深入把握二十大报告中关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

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指示精神的重要窗口。

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对中

国扶贫政策演变的基本过程、一般规律和基本

经验进行全方位展示、逻辑推演和深度提炼显

得十分必要且迫切。

已有研究多基于对扶贫政策进行“阶段论

式”的宏观介绍，缺乏一个统领性的理论框架

引领深入分析，直接致使扶贫政策研究较为碎

片化，且学理深度不足。基于此，本文依循通过

中国扶贫故事的小切口来提炼出扶贫的中国命

题和本土理论的基本思路，采取历史比较研究

法，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系统回顾和梳理了

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扶贫政策。研究围绕“中国

扶贫政策的历史流变”这一核心线索，回答以下

问题：我国扶贫政策是如何变迁的？在变迁过

程中有哪些行动者，其行动策略是什么？又进

而如何形塑出不同阶段的差异性扶贫网络的?

二、文献回顾

贫困及贫困治理问题一直 是中国学界较

为关心的核心话题之一，尤其在中国实施精准

扶贫政策后，相关研究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态

势，聚焦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研究也颇为丰富。

早期研究以“扶贫阶段论”为主要分析路径，即

以时间为主要叙述线索，将扶贫政策划分为几

个不同的阶段或环节，继而进行宏观层面的政

策解读。如贾玉娇将反贫困放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发展脉络中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历

程划分为“以改革之名”“以发展之名”“以社

会之名”的三个减贫阶段；[4]杨灿明则将扶贫放

在农村发展的历史脉络长时段地回顾建党以来

的百年历程；[5]雷明以不同阶段的代表性政策为

中心，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的扶贫历程

划分为八个阶段；[6]王曙光、王丹莉基于扶贫政

策演变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历程划分为

五个阶段；[7]白增博按照扶贫政策的瞄准区域

变化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历程划分为六

个阶段。[8]

以上研究简单、直接地再现了中国扶贫政

策的阶段特征、情境和政策含义，为了解中国

扶贫政策的演变历程提供了全景式描绘。然而

“阶段论”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该路径按

照时间线索将扶贫政策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或环节，显得较为机械、刻板，从而始终未脱离

“教科书式”的研究窠臼；二是阶段论大大简

化了扶贫政策的复杂性，从而大大遮蔽了对提

炼中国扶贫中层理论和命题的有用信息；三是

阶段论不具备因果解释力，容易导致对扶贫奇

迹的溯因不足、本质把握不准，进而影响中国脱

贫奇迹的解密。

针对早期研究的不足，后来者陆续从不同角

度展开研究，将扶贫政策变迁放在社会或国家

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的居多，从而发展出更加丰

富的维度和视角。一派学者从社会视角解读中

国扶贫政策。向德平从包容性视角分析我国扶

贫政策的变迁与走向，认为扶贫政策在新阶段

呈现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注重机会平等

走向；[9]孔祥智、张琛从机会平等视角出发认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呈现包容性发展；[10]

李小云、徐进等则将社会文化视角引入扶贫实

践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减贫之路体现现

代性、小农生产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的交织作

用。[11]另一派学者则更加关注扶贫政策变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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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作用，通过对中国扶贫治理历程的解读

提炼出“行政主导”[12]“国家主导”[13]等扶贫特

征。在此维度下部分研究还将制度讨论嵌入其

中，如王金、孙迎联从制度、矛盾与实践的三重

向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贫困行动；[14]吕

普生认为中国减贫政策从制定到扩展的全过程

充分展现了政治体系有关制度要素的影响；[15]

贺雪峰将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作为两套功

能互补的制度体系来分析中国的反贫困制度设

计。[16]国家抑或社会的角度从不同侧面丰富了

扶贫政策的多维度和多面向，提供了扶贫政策

“阶段论”研究的另一条竞争性解释路径。然

而这一视角因囿于“国家”或“社会”的宏大变

量分析，忽视了国家和社会概念本身包含着具

体、多样的行动者及其内部的区分，比如政党与

政府、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等。因此，亟

需引入新的研究视角进行深度剖析。

基于此，本文一方面引入法国社会学家卡

龙和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充分把

脉中国扶贫政策发展的基础上与西方理论保持

一定距离，融入党政元素、大数据支持、群众助

推等（非）行动者对该理论进行本土化修正，构

建“行动单元-行动转译-行动网络”的新型理

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采用历史研究法与档案

法，结合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扶贫先进人物故

事等重要经验资料，提炼出中国扶贫政策的阶

段特征、演进规律和基本经验。

三、扶贫行动者网络：一个具有
高度中国情境性的理论框架

（一）理论基础

行动者网络是以卡龙和拉图尔[17]为代表的

巴黎学派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具 有动态性的理

论。它又被称为“协会社会学”或“转译社会

学”，是一种理解复杂社会的分析方法和阐释

多元主体关系的理论工具。[18]行动者网络理论

以三个概念为核心：行动者、转译行动与异质性

网络，并对这三者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首先，

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因素，不局限于人

这一个群体，还能是一种观念、技术、生物等非

人的物体，也就是说其具有广泛性。[19]同时行

动者还具有异质性，即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取向

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任何信息和条件在行动

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其次，转译过程是行动

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化、利益赋

予、征召和动员4个基本环节。具体来看，问题化

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在特定的情境中，识别

维系整个行动的关键行动者，[20]另一方面是使

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即使问题成为

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利益赋

予也可称为利益激活，它是指各行为者在参与

行动时自身所存在的利益驱动力，即参与行动

所能获得的利益与所面临的障碍；征召是关键

行动者运用多种方式帮助各行动者排除障碍使

其更加顺利地加入行动的过程；动员是指关键

行动者升级为整个行动的代言人，排除存在于

各行动者之间的异议，[21]促使行动发生变化。

最后异质性网络并非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

也不是人类由于非正式联结所形成的结构化网

络，而是描述联结的方法，它强调的是动态的工

作、流动、变化的过程。[22]

行动者网络理论 起源于拉图尔的实验室

研究，应用领域最初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能

源学、公共卫生与旅游研究等方面，近年来开

始向公共政策领域扩散。理论运用方式包括两

种：一是专注于对行动者单元的细分与组合；二

是以中国的鲜活案例为基础，详细解释转译过

程的应用。本文将其运用于扶贫政策变迁上，

既满足学界的期盼，同时也是理论与现实有效

回应的结果。一方面，中国扶贫政策变迁中存在

行动者与政策、行动者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联结

与回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行动者网

络理论反对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建构论，强调社

会与技术的相互建构，这也符合当前中国运用

大数据助力扶贫、扶贫手段倒逼大数据发展等

的内在逻辑。由此，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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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具有内容上的适恰性

和方法上的匹配性。

（二）扶贫行动者网络：基于修正的情境性

理论框架

周雪光 通 过参照西方经济学中“共谋 行

为”的理论提出中国基层政府间存在的“共谋

现象”这一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23]为了解和完

善中国制度设计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这种运用

西方理论的分析价值，即对比中国现象与西方

理论的差异，以此发现中国特色的研究既有助

于我们研究中国治理底层逻辑，[24]同时也是中

国本土化研究融入国际化讨论中的重要途径。

依照以上逻辑，研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

总结和提炼中国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以发现中

国特色。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动态描述各行动者

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它着重构建基于行动者自

身利益参与行动的网络，其中关键行动者在整

个过程中起着领导和代言人的作用。回顾我国

扶贫政策变迁的历程，政府始终扮演关键行动

者的角色，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进一步

落实，党政治理结构逐步形成。此外社会主体

参与扶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重

要内容，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形成异质性的网络

结构，同时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扶贫机构、大数

据、扶贫模式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出现与运用。

因此，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我国扶贫的现实

情境，描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行动者网络

框架（见图1）。

图1   扶贫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制

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研究在结合

并吸收行动者网络理论关键要件的基础上做

出一定修正，形成“行动单元-行动转译-行动

网络”的分析框架。首先，行动单元是包括人类

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内的行动者的集合，

其中人类行动者主要是具 有能动性的个体和

组织，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组织等；

非人类行动者是连接异质行动者的桥梁，可以

是扶贫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重要的技术、模式以

及贫困问题本身等。根据其在不同阶段的作用

又可以将其细分为关键行动者和一般行动者。

同时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区分并非是静止和完全

的，彼此间会相互影响和形塑，因此研究在具

体分析时多是基于一般情况所做的动态划分。

其次，行动转译是网络构建的重要过程，包含

转译者和转译过程两个元素。其中，转译者是

行动单元中起主导作用的行动者，他们在转译

过程发挥不同的作用，其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结

果继而形成并引发行动网络的变迁。换言之，

转译者的行动是形成强制通行点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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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译过程则包括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动

员四个环节。具体来看，问题化也称“强制通行

点”，是扶贫网络中各行动者通过行动转译要

解决的问题即扶贫困境，其具有双层意蕴：一

是现阶段的贫困问题或贫困人口的现状，二是

前一阶段行动者扶贫的结果与困境。利益赋予

指各行动者在参与扶贫实践时的驱动力与面临

的障碍，包括手段、资源、效果等。征召则是关

键行动者为一般行动者进入网络创造条件，如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进入网

络、政府为社会力量参与搭建平台等。动员则

是针对已有扶贫举措对网络进行完善和支持的

行动，可将其划分为行政动员和社会动员，其中

行政动员更强调合法性与合规性，包括控制型

动员和政治型动员两个向度；社会动员更加强

调社会价值与创新性，包括激励型动员和示范

型动员。当然，每一种动员行动并非完全割裂或

对立，往往互相融合与渗透。但需要注意的是，

转译行动的四个环节既可以依次进行，也可能

存在部分环节同时发生或按照其他顺序发生，

这一情况将另作讨论。最后，行动网络是扶贫

过程中不同单元的异质行动者相互联结的形态

和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将按照上述理论框架

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政策变迁做出新

的回溯分析。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政策
变迁中的行动者网络分析①

扶贫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在逐步实

现纵向跨层级与横向跨区域的协作中向前推

进。本文在系统梳理学界研究和我国政府官方

文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段国家政策重心的

转移及行动者联结的关系结构，将改革开放至

今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以行动者的转译过程为

核心对每一阶段展开分析性探讨。

（一）1978年—1985年：中央政府主导的

单中心扶贫阶段    

1. 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行动者单元

1978年中央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标

志着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从行动

者的资源占有及权力属性角度而言，中央政府

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行动者，扶贫领

域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中央政府拥有政治体制

赋予的公共权威，因此其行动以阶段性的政策

核心价值为导向，形成扶贫政策的设计、农村

体制改革的实施与扶贫资源的总体性配置三种

典型做法。地方政府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场

景下话语权严重不足，政策执行链条中的重要

作用被削弱，因此不被纳入支配地位的关键行

动者行列。非人类行动者作为除人类行动者之

外的一切因素，其范畴在很大程度上由扶贫开

发政策导向和特定的社会基础共同决定，在这

一阶段主要是普遍性贫困问题本身。

2. 农村体制改革的转译

第一，普遍性贫困与国家寻求经济发展的

张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亟需重构社会

秩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发展目标，然而这

一关键性决定在实践中遭遇普遍性贫困的现实

挑战。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实行‘集体平均主

义’的生产和分配模式，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

人口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25]这意味

着要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要以农业发展作为

重要突破口，破解贫困问题。因此，如何缓解大

规模的贫困现象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主

要工作内容之一。

第二，基于政策主体本位的利益分析。改

革开放初期作为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间节

①实践中的现象细枝末节、纷繁复杂。就学术研究而言，对其进行合理的裁剪和归类简化是有必要的。不同的学者对中

国扶贫道路有不同的分类，笔者在这里提出五阶段论，主要是从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些重大转向入手进行时间划分的，

凸显出中国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等的转变。上述几个发展阶段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着

眼于主要特征，旨在勾勒中国治贫发展的主要过程，故只能舍去一些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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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具有思想上的深刻性与环境的复杂性。从

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扶贫救助与农村改革是

具有同等内涵的。首先，农村改革是促进农村

发展的必要行动。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

一直是中国政权稳定和往前推进的关键基础。

然而，当时中国农村大量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

题，部分地区甚至遭遇严重旱灾，[26]对已有的

陈旧的土地制度形成挑战。从这一层面来说，

农村改革既是形势所迫也是维护地方稳定的重

要工具。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

设迫切需要关注农村问题。时任中央领导的邓

小平同志强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两个重

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

少。陈云也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总体特点是农

村人口占80%”。[27](P230-235)从这一角度来看，农

村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并将

最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农村发

展和以农村发展促进现代化构成改革开放初期

中央进行扶贫开发的基本动机。

第三，体制改革与资源供给。征召是关键

行动者为其他行动者创造条件以进行的重要环

节。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的征召行动通过

体制改革和资源供给来实现，其共同特征在于

中央政府与群众间单向道的对接行为。具体来

看，体制改革以政治逻辑为主导释放农村场域

中的个体与组织活力，其核心在于增强地方政

府与地方集体“创新行动”的权威认可和肯定，

往往发生在个人或集体利益与公共利益高度一

致时。这一时期中央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改革了农产品流通体制、购销体制，为盘活

农村资源提供了制度基础。相较于体制改革，资

源供给是在集体逻辑基础上展开的救济与支持

行动，遵循人道主义与救助精神，以三个方面的

行动为典型。首先，将三西地区（甘肃的河西、

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作为区域开发的实验地，

国家每年出资2亿元设立不发达地区资金，为地

区脱贫创造条件。其次，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做

出直接调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促进农村群

众发展生产。再次，推行以工代赈扶贫措施，将

劳动、建设与救济相统一，作为一种救济和赈灾

措施，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28]（P359-360）

第四，政治动员消解不适应性。李普塞认为

“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

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

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29]（P7）从某

种意义上来看，中国的政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

性是融为一体的，集中表现在通过政治主导或

动员排除存在于行动者间的异议来实现成员信

念的统一性。第一种有效策略是以国家领导人

的重要指示为依托出台政策文件，排除党内外

行动者的不确定性。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

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上提到“农村政策放宽

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

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30](P7)以此为契机，

同年9月中央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和《全国农村

工作会议纪要》政策文件，提出健全与完善农

业生产责任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稳定

下来。第二种是通过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排除制

度与农民之间的不适应性。这种治理结构便是

“乡政村治”型，即在县以下的乡一级恢复建立

乡政府，乡镇下设立居委会，[31]这意味着严格限

制农民自由的“集体时代”结束。[32]两大制度的

更迭意味着扶贫网络具备政策上的合法性与整

体利益的一致导向性。 

3. 扶贫网络形态：单一主体-高层推动的单中心

结构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基于政治权威进行

的体制改革与直接救济行动促成了单中心网络

结构，这一判断来源于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方

面，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总体性社会”秩序延续

的结果。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

度上是“总体性社会”，[33]此后虽进行一系列的

肃清行动，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转换并

不能迅速完成，尤其是在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农村领域进行深度改革。另一方面，这也是

国家与市场关系在扶贫领域的具体反映。尽管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视经济规律，但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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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初期我国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

量来配置国家资源，[34]在扶贫工作上就呈现出

国家直接救济的局面。此外，以中央政府为单中

心是政府力量于社会秩序重构、国家改革的必

要。自古以来，国家在中国扮演着几近唯一的角

色，社会力量不能也没有充分的资源与权力来

完成整体意义上的改革行动，这就迫切需要国

家作为发挥强大动员能力的关键行动者，自上

而下主导利益与资源的分配。因此，制度惯性与

中国特定时期情境化的现实需求交织，致使改

革开放初期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最终呈现出中

央政府主导下的单中心形态。

（二）1985年—2000年：央地政府联动下

的开发式扶贫

1. 中央政府联动省级政府的行动者单元

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

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标志着扶贫开发进入

新的阶段。与之相适应，人类行动者在中央政

府为主的基础上出现以下一些新变化。首先，在

政府系统内部行动者开始沿着科层体系纵向延

伸，省级行动者在新的阶段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在“责任到省、任务到省、资金到省、权力

到省”的“四到省”组织原则下，省级政府作为

一个统一的考核整体，需要组织和规划扶贫开

发工作全局。[35]其次，伴随企业承包制改革，有

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始成为政府扶贫的有效补

充，其主要职责在于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开展

定点扶贫和以经济援助为主的东西协作扶贫。

再次，社会团体开始出现在中国扶贫的历史舞

台上，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较早一批成

立的全国性公益组织，专业从事扶贫工作。[36]行

动主体在事实层面的增多，并不代表实践中力

量的壮大，究其本质仍是中央政府主导扶贫开

发行动。此外，非人类行动者范畴随着社会要

素的增加逐渐扩大，在原有扶贫资金的基础上

出现新的扶贫模式、扶贫政策等。

2. 开发式扶贫模式转译

第一，扶贫资源平均化与贫困基础差异化

的错位。经历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政策改革和经

济发展带来的贫困人数自然而然减少的发展红

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中央政府作为扶

贫资源的直接供给者的直接救济方式开始出

现弊端，原本依靠体制改革释放农村活力的政

策改革也开始捉襟见肘。由于对地方贫困现象

的感知不足，加之缺乏专门化的机构来承担，

扶贫资源的供给多以行政单位为标准，在实践

中形成扶贫资源“遍地插花”的局面。同时，救

济性扶贫的重要特征在于救急不救穷，强调自

上而下的救助，忽视了不同区域地缘性差异凸

显的重要事实。此外，贫困群众除了靠中央的

救助，没有持续的发展资料来源和生存手段依

附，一旦脱离外在帮助，就陷入停滞甚至退步境

地。因此，在中央平均化的资源划分与差异化

贫困需求之间产生鸿沟。从这一层面来看，化解

平均分配现象成为这一阶段提供多样化的扶贫

资源的强制通行点。

第二，基于社会分化的职责重构。伴随社会

结构的逐渐分化与发展方向的明确，越来越多

的组织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推动中央政府在

农村贫困问题的认知上发生了重要转变。首先，

在政府与市场的逐渐分解中，省级政府内在地

拥有选择的机会。地方政府历经了1982年《宪

法》，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尤其是

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后，拥有相对更多的财政

权力，其直接影响在于拥有地方公共服务供给

的资源和动力。其次，省级政府受到外部来自中

央政治指令的驱动。1994年颁布的《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中指出“坚持分级负责、以省为

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负责制……省长

（自治区主席、市长）要亲自抓，负总责，及时协

调解决重要问题；要集中使用财力、物力，保证

按期完成本计划规定的任务”，明确省级政府

扶贫开发的组织任务。因此，以社会分化为基础

的内生动力与上级任务构成了省级政府扶贫职

责的重要来源。

第三，扶贫专项化启蒙。在明确各潜在行

动者的扶贫利益与障碍后，中央政府在组织层

面开启征召行动，开始推动扶贫工作的专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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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系统内部主要是通过专项扶贫举措，包

括成立新组织与廓清已有组织的职责来实现。

具体来看，首先，通过成立专项扶贫组织、颁布

专项政策消除扶贫政策制定与执行行动中的平

级认同模糊，促进扶贫行动的专项化。1986年

中央层面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

组，扶贫任务较重的省、市、部分乡镇设立扶贫

机构，标志着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专项扶贫机

构体系的形成。1994年国务院出台《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

明确目标、对象和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

其次，通过强化扶贫政策的执行力与扶贫资源

使用的监督，促使扶贫权责清晰化。在扶贫行

动中推行省级负责制及以省为主的扶贫工作首

长责任制，赋予省级政府更多的责任与权力；

1986年设立贫困县制度，将人均年纯收入在150

元以下的连片贫困区划定为国家级贫困县，明

确扶贫资源的使用区域与范围。再次，除在政

府系统内确立制度与组织的刚性手段外，为提

升各行动者参与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将重要精

神、政治目标以非强制性政治任务的形式争取

行动者加入。[37]为调动社会力量扶贫，中央先后

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第一次会议、

第二次会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关于

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等重

要会议和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扶贫职责，如“科

协要组织广大会员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普活动，

推广实用技术”“共青团组织扩大‘希望工程’

的范围和规模”等。各级领导主要通过增强使

命感和责任感来激发扶贫意志。

第四，示范型动员助推扶贫创新。扶贫开发

中的示范型动员超出“政策试点”的范畴，包括

中央政府的自我示范与已有经验的借鉴与推广。

首先，为推动扶贫主体创新，在中央的自我示范

下成立一批中国早期的民间扶贫组织，如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一定程度

上丰富扶贫主体的构成。其次，在已有扶贫做

法的示范下，学习并扩大扶贫开发的范围和力

度。1986年国家科委帮助开发大别山取得良好

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中央创新并推广定点扶贫

模式，加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与贫困地区

的定点联系。总的来看，我国扶贫政策在这一阶

段的创新是在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示范下进行

的，为早期推动和实现我国扶贫开发的多重向

度提供了基础。

3. 扶贫网络形态：政府主导-社会被动参与的

行政扶贫结构

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

的中央政府单中心的扶贫结构，自80年代中后

期开始，国家经济环境与中央-地方关系在“双

轨”向市场经济“并轨”的转变中变得错综复

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覆盖全领域的改革从

多维度重构了扶贫领域的行动者联结方式。一

方面，政府主导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扶贫

领域的突出表现。以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为代

表的改革对央地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对社

会的管控有所放开，但“国家控制社会”始终是

中国的根本特征。[38]另一方面，社会被动参与既

是社会组织获取合法性的策略行动，也是国家

控制公共领域的基本方式。这一阶段的社会力

量主要是大量增长的民间组织，由于资源或合

法性的缺乏致使民间组织需要依托政府来获取

自组织性的承认与有效介入，这其中的主要方

式就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下进行合法性的活动，

因此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被动性，同时

也是特定时期国家形塑社会的策略行动。[39]

（三）2001年—2012年：政府领导下多方

参与的“一核多元”扶贫结构

1. 多元共存的行动者

21世纪伊始，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全国农村温饱问

题已经解决，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一

个新的阶段。新社会环境重新定义了扶贫开发

的行动者范畴，扶贫事业不再局限于中央政府

和省级政府，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等拥有

更多的话语权。这一变化首先体现为政府治理

重心下沉，在省级负责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

扶贫工作责任制，县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把



第3期 从中国扶贫政策的伟大变革看历史性脱贫奇迹 ·13·

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其

次，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扶贫的补充，在政府的

协调下参与到扶贫开发事业中，开展定点扶贫、

实施特殊人群帮扶项目等；民营企业化身“孵化

园”，在充分挖掘地域优势上，实施产业扶贫、

劳动力技术培训、结对帮扶等，不断创新扶贫

模式。伴随这些新变化，非人类行动者由具象

实物转变为一种理念、一种模式，在扶贫网络

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与保障功能。

2. 多向度扶贫模式转译

第一，扶 贫目标偏 移 与脱贫层 次 差 距的

扩大。伴随着大规模扶贫事业的兴起，到2000

年底除少数贫困户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已经解决，顺利完成前一阶段的脱贫目

标。然而由地区差距所带来的脱贫基础差距逐

步凸显，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新的挑战。首先，

存在少量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脱贫难度

极大；其次，初步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尚需巩

固温饱成果；再次，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

脱贫水平低。脱贫层次差异背后蕴藏着地区差

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贫困群体内部资

源占有的失衡，这与实现共同富裕、迈向小康社

会的愿景对立。从扶贫行动层面来看，前一阶

段开创了我国大规模扶贫的局面，但以县为单

位、瞄准贫困县的机制在实际政策运行过程中

往往出现目标瞄准偏移的情况。[40]因此如何提

升扶贫的针对性，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成为推

动扶贫政策的强制通行点。

第二，基于多重利益的策略选择。国家经

济建设的社会环境为扶贫开发提供了最根本的

动力，因此行动者的利益需求应主要放在经济

与发展框架下进行考察。不同行动者在选择是

否参与扶贫及以何种方式扶贫的选择上具有多

重利益基础。地方政府在扶贫行动主要受到完

成上级政府交代任务带来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影

响，[41]同时还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相关，这双重

动力构成地方政府扶贫的行为利益。市场组织

与个人权益的分析作为社会互构论的关注焦点

之一，[42]需要在社会层面进行解构。具体来看，

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或是由于扶贫开发政策对企

业全生产要素的正向溢出效应；[43]或是扶贫政

策激励与政策推动；农民企业家往往还存在有

乡土观念的延续。[44]不同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

自身的性质决定其参与扶贫开发是实现组织愿

景、发挥社会功能的体现，并与阶段性社会的分

工和国家导向密切相关。

第三，主体差异化征召。基于地区脱贫基

础的差异性与扶贫主体的多样性，这一阶段的

征召行动以分层分类治理为核心，集中表现为

政府部门的任务划分和政策相嵌。首先，划定

全国范围内的重点扶贫区域。将贫困人口集中

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

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同时下移扶

贫瞄准目标确定14.8万个贫困村，以保证国家

扶贫资源更加贴近贫困户。[45]其次，对政府系

统内的主体以政治任务为核心推动扶贫政策的

落实。将扶贫开发的效果作为党政主要负责人

政绩的重要依据以此实现任务征召；实行扶贫

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县级政府成为重点贫困

县开发的关键行动者。再次，面向对政府系统

外的社会组织及个人，主要以公共集体意识征

召，但各有侧重。于企业行动者，坚持政策优惠

和社会责任并重。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指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

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企业可以捐赠资金，并在

税前列支、计入成本”。最后，在明确重点扶贫

区域的基础上为贫困群众脱贫搭建综合性框

架。以扶贫开发政策为主线，与国家西部大开

发战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以及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相结合，形成覆盖多层次贫困基础

的制度保障。

第四，控制型动员规范扶贫资源配置。控

制型动员是在扶贫政策推进过程中，对突出的

政府系统内扶贫资金滥用、扶贫项目效益低下

等现象，采取监督来规范扶贫开发中各主体的

动员行为。财政资金扶贫作为我国脱贫的重要

保障，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开发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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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但随着扶贫政策的纵深推进，分项

投入、多头管理的典型投入特点使得扶贫资金

在投入、管理上出现问题，[46]于是以全过程控

制为要求的动员行动就此展开。具体来看，首次

出台专项《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

(2005年)对扶贫资金的使用加以规范，后又出台

《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办法》(2008年)进一

步加强对扶贫资金的投入与管理的控制，提高

政府在对贫困地区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建设上

的准确性。

3. 扶贫网络形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一核

多元”扶贫网络

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孕育了社会分工

方式的转变，进而形塑了这一阶段扶贫开发中

各主体的流动与联结方式，表现在主体-制度-

路径三个层面。首先，以政府为核心、多元主体

的扶贫行动者参与形态。这一形态根源于传统

中国社会关系中政府的权威地位，社会力量的

出现成为政府主导的重要补充，其本质在于政

府角色在劳动分工时代的适应性转变。其次，

以提高收入为核心，多领域覆盖的扶贫制度形

态。对贫困的认识最初就来源于经济收入的匮

乏，再逐步发展到多维角度，我国的扶贫开发中

在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注入了国家-

人的发展理念。即从关注经济到关注“人”的取

向，不仅提高收入，同时解决社会保障、医疗、

住房、教育等多个民生问题。最后，以政府主

导的定点扶贫为核心，多重扶贫模式的应用形

态。这一判断与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相适

应，即政府职能与权力、责任的三重归属要求。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网络呈现出政

府、市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形塑出政领社参的

新模式。

（四）2013年—2020年：党建引领下的复合型

治理阶段

1. 党建引领下的复合行动者单元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提出

“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

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宣告我

国扶贫开发迈入精准扶贫阶段。在此背景下，

社会要素的融合与发展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创造

了更为多样的组织形态与行动者单元。最显著

的形态变化首先在于党将自身组织结构高度嵌

入国家政权实现对政府的领导，[47]同时发挥思

想凝聚、组织领导、目标统一等功能，统领扶贫

开发的全过程。其次，更加强调社会力量间的

统合，跨越组织边界与层级限制寻求合作与深

化。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中央扶贫与地

方扶贫相结合，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不仅在各自

领域开发扶贫，还与党委、政府等一同开展扶

贫工作。最后，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

手段和理念，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非人类行

动者在扶贫开发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如

推动精准扶贫成果的惠及、确保信息准确、扶

贫过程公正透明等。[48]

2. 扶贫主体统合转译

第一，扶贫资源错配与贫困群众边缘化的

症结。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现代式的扶贫开发

以来，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不断减小，在开发式

扶贫、综合性扶贫的政策支持下，扶贫取得显著

成效。然而项目制作为政府扶贫开发的基本模

式在加以推行的过程中，在部分贫困地区出现

贪污挪用、严重浪费的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恶

劣的影响，同时贫困户基本情况不清、致贫原

因不明导致扶贫工作“大水漫灌”。[49]再者，贫

困地区面临扶贫资源供需错位的困境，精英俘

获大量资源，[50]真正的贫困户被动或主动地置

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如在广西、宁夏、江西和云

南等省区，扶贫项目对贫困群体地覆盖率只有

16%，对中等户和富裕户的覆盖率则分别高达

51%和33%，[51]严重削弱了扶贫开发的效率。依

靠传统的行政科层体制已无法有效化解现有困

境，因此在规范扶贫流程的同时寻求扶贫资源

的精确匹配成为党政统领下各行动者共同面对

的强制通行点。

第二，基于自主性利益的理性选择。在精

准扶贫阶段多元行动者所具有的动力与障碍更

多表现为基于自身利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具



第3期 从中国扶贫政策的伟大变革看历史性脱贫奇迹 ·15·

体而言，基层组织作为直接接触贫困群众的群

体，其动力来源一方面是中央及上级政府的追

责压力、职业晋升、地方维稳的三重底线；另

一方面是对自身所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践

行。驻村扶贫干部不仅面临本职工作与扶贫工

作准时性的双重挤压，还面临着来自本单位、

贫困村庄、贫困群众等多方面的压力，容易出现

“身在村庄心在机关”的现象。[52]社会组织作为

传统政府失灵的重要补充，拥有参与公共事务

的热情，现实中往往面临资金依赖、人才优势

不明显等障碍。作为扶贫中心的贫困群众基于

信息封闭、自利性等被逐渐边缘化，表现出长

期存在的“要我脱贫”“等、靠、要”思想、“干

部干，群众看”的行为和最终“扶则立、不扶则

废”的结果。[53]

第三，党政统领与技术赋能。不同于以往

扶贫开发的重要特点在于，精准扶贫时期的征

召行动在扶贫统筹上更加突出党的领导的统

领作用和扶贫过程中大数 据技术的赋能。首

先，在扶贫理念上始终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贴近人民群众，提高群众满意度”，以坚

定脱贫理念，凝聚脱贫共识。这不仅体现在扶

贫事业本身，还贯穿于扶贫政策的制定、宣传

与执行等众多环节中。其次，在组织领导上，

坚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

户”的落实原则，同时依托各级党委落实扶贫

责任，加强帮扶力度。构建起“省市县乡村”五

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选派77.5万名干部驻

村帮扶和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

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54]打通连接贫

困户的“最后一公里”。再次，加强大数据技术

在贫困户数据采集与动态管理上的使用。在精

准扶贫的过程中运用大数据帮助贫困户建档立

卡，并定期更新数据以实现精准帮扶和退出，实

现扶贫信息动态化。最后，依托新兴互联网消

化贫困地区资源，发动社会力量，形成“互联网

＋扶贫”的新兴模式。如在重庆市成立了全国

第一家消费扶贫产品交易中心，[55]社会各界通

过购买来自贫困地区的产品实现产品销售、群

众助力脱贫的良好互动。

第四，激励型动员压实责任空间。为在脱贫

攻坚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行动者参与扶贫开发的

自主性，采取正向激励与反向激励、物质激励

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动员方式。在地方政府层

面，以正向激励为主的同时给予一定的责任压

力。在国家层面，则由国家领导人挂帅亲自督导

脱贫攻坚战并将其打赢脱贫攻坚战上升为国家

战略规划的中心工作，为地方政府落实政策施

加压力。此外，中西部 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每年定期向中央报告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

同时扶贫工作与常规行政工作相结合，[56]将脱

贫攻坚的政治目标分解成明确量化的任务，目

标的完成情况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企

业行动者而言，在坚持政策优惠的基础上给予

相应的社会激励，通过对在扶贫攻坚中有突出

贡献的企业给予荣誉称号，提升企业的社会认

可。而各种激励中，至关重要的是激发贫困户

的脱贫动力，在贫困地张贴“脱贫不等不靠、致

富敢闯敢冒”“扶贫不是发福利，脱贫只能靠自

己”等标语，通过为扶贫户营造舆论环境的方

式激励贫困户主动脱贫。[57]

3. 扶贫网络形态：党建引领-平台驱动的超链接

治贫网络

协同型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及治理权威的多

元化、自组织间的协同与共同规则的制定。[58]

在精准扶贫这一中国独特的贫困治理过程中，

社会结构、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技术的运用有

效形塑了超链接的协同型治理网络。首先，社

会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是有效协同的网络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始，“总体性社会”不断

消解，市场化机制不断完善，社会多元成为时代

的新特征。[59]其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进程是驱动主体协同的核心力量。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

题，有效推进党领导下依托制度构建社会秩序

框架、集中资源调适主体间关系的进程，从而

实现扶贫主体由分散向协同的转变。最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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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是有效联结的助推器。

一方面大数据技术本身就包含着强大的协同

能力，能够通过对贫困户的信息进行统计和整

合来精准跟踪和预测，实现扶贫信息的动态联

系。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平台优势，在贫困户

间、扶贫主体间构建起畅通的交换渠道，实现

了主体间的分工与合作。总的来看，在精准扶贫

中，党中央充分发挥思想凝聚、组织领导、责任

落实的重要作用，各主体基于责任与价值性理

性目标不断进行资源交换，实现中央与地方关

系、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内在整合。

（五）中国扶贫政策变迁的比较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启动扶贫工作以来至2020

年 我国历史性地消除绝 对 贫困现象，我国扶

贫政策网络经历“单中心结构”“行政主导结

构”“一核多元结构”，最终转向到“复合型治

理网络”的建构与完善。扶贫网络的特点从中央

政府单一主导、央地政府联动、中央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最终演化为党政领导下的协同治理

（见表1）。

结构类型
1978年—1985年

单中心结构

1986年—2000年

线性结构

2001年—2012年

“一核多元”结构

2013年—2020年

复合型治理网络

特征 中央政府主导
政府系统内

权力的纵向延伸

政府主导

多方参与

党政统领

协同治理

权威来源 中央政府
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中央政府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

政策导向 政治导向
经济导向与

政治导向并重

综合导向与

经济导向共存

目标导向与

群众导向共治

技术路径 总体估计 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 大数据追踪

具体来看，不同阶段的网络结构存在权威

来源、政策导向及技术路径上的差异性。首先，

在扶贫行动的权威来源方面，从高度集中迈向

多元共治。扶贫开发行动涉及各级政府、贫困群

众、帮扶主体，具有很强的时代印记，因此必须

将其放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之中进行讨论。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我国

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总体性社会”的延续，因

此扶贫开发的主体尽管事实上增多，但权威高

度集中在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

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支配和被控制。随着

中国加深与世界的融合，社会流动与政府改革

行动相继深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

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精准扶贫为节点，不

断迈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

的现代化。其次，在政策导向和瞄准路径上，既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同时立足

中国本土现实情境，创造中国化的话语形式。改

革开放初期，国家面临意识形态的重塑与构建，

政策中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中国探索

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贫困县为焦

点下移到以贫困村为瞄准单位的过程中，市场开

始在国家发展和扶贫活动中占据地位，扶贫政

策中经济话语增多，同时涵盖住房、医疗、教育

等多维度的综合导向。进入精准扶贫时期，伴

随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社会矛盾的转换，

从省级政府到基层末梢继续推行扶贫目标责任

制促进扶贫政策落实，同时运用大数据技术瞄

准贫困户，打通扶贫开发的“最后一公里”，实

现扶贫政策的目标导向与群众导向。

不同于西方“托底式”的政策分配目标，中

国以福利分配为政策目标，遵循社会主义制度

的政治逻辑，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转换为治理

能力，探索出具有参考性的贫困治理模式。[60]此

外，相较于西方有选择的策略性治理行为，中国

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实施基于全体人民意义上的普惠性政策，最

终目标在于实现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政策变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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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支点，对改革开

放以来扶贫政策变迁中的行动者及其策略进行

回溯，提炼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变规律与总体特

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参

与式扶贫”在我国逐步兴起，在重构扶贫权力

机构和创新扶贫资源配置模式的宗旨下实现我

国扶贫技术和思路的变革，[61]进入精准扶贫时

期依靠社会制度的支撑和信息共享的技术基

础，我国逐步走出党政统领，多方协同的中国特

色扶贫格局。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大规模、有

组织的扶贫开发事业影射了中国扶贫开发中的

内在规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根

本特征，多元协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

路的重要经验。从中观层面回溯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历程，既为相对贫困的

治理切入新的视角，也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进行有效回应。更为关键的

是，中国的减贫道路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中“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

贫困”这一首要目标提供重要路径，继而推动人

类消除贫困的伟大事业向前迈出坚定的一步。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细分领域，中国

扶贫政策的变迁为实务界提供了一份成功的

“政策范本”。首先，我国扶贫政策变迁是在党

和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同时嵌入国家与社会、国

家与市场间关系的构建与转变，更是我国国家

制度本身要求的现实缩影。其次，扶贫政策变

迁遵循渐进式演变规律，现有政策是在前一政

策基础上做出的部分创新。这一路径既保证政

策间的连续性，同时很好地适应我国社会转型

带来的诸多问题。最后，明确的政策目标实现

时间节点是推动政策落地和有效衔接的关键因

素。回顾我国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尤其是纲

领性脱贫文件所传达的时间指向，皆表明设定

政策推行节点能够在特定阶段集中资源以瞄准

核心问题。绝对贫困的消除印证了扶贫政策背

后顶层设计思路的正确性，而这也必将对其他

领域的政策执行与变迁有所裨益。

从扶贫政策变迁的具象层面来看，农村是

脱贫攻坚的主要场域，亦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

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相比于脱贫攻坚

时期贫困所具有的绝对性特征，后扶贫时代贫

困更具相对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在以党和政

府为关键 行动者搭建的秩序框架内，立足 农

村多层次、类型化的发展需求，明确行动者定

位并进行相应的匹配，继而构建农村精细化复

合型的多层嵌套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扶

贫时代更要以农村农民为行动主体，密切市场

组织、政府等人类行动者和产业、技术在内的

（非）人类行动者间的内在关系，抓住农村发展

的核心靶向，采取多样化的征召方式以提升其

自主性发展能力，推动相对贫困问题的缓解并

最终实现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扶贫政策变迁作为中国本土具

有历史性特征的重要题材，已经远远超出了一

般理论的解释范畴。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

叙事，需要以中国为研究中心和研究目的，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中将中国情境转化为具有地

方性和一般性的中国理论。与之相适应，中国

贫困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

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找到了各类行动者的栖

身之地，实现了中国情境下“扶贫制度优势”向

“治贫效能”的成功转化。以中国现实滋养理

论，构建基于实践与政策互动的本土化治理理

论框架，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对话学术共同体的迫

切要求。

作为一项归纳研究，当前存在两点不足：一

方面，当前对扶贫政策变迁的分析部分嵌入到

社会背景中，接下来可以此为契机，采取社会网

络方法来进行分析；另外一方面，中国扶贫政策

变迁蕴藏着丰富的治理题材，本文从行动者网

络理论出发提供了一个考察的角度，未来还可

以从更多维度和层面进行解读或者进一步从协

调治理方向挖掘多元行动者在扶贫实践中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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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行动逻辑，这不仅能够有效回应中国减贫

政策为什么能消除绝对贫困，同时也能从行动

者角度出发回答如何更好地缓解相对贫困。以

政府为核心，不断迈向多元协同的扶贫格局是

中国探索善治形态过程的阶段性成果，这意味

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性与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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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

XIE Xiaoqin & WEN Lanying
Abstract: In 2020, China has historically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and created a miracle of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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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in the worl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ssword behind this miracle needs to go back to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tself.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descriptive analysis based on grand 
narrative or micro characterization, and lack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lead in-depth analysis. 
Following the basic idea of refining the Chinese proposition and local the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he small incisio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st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logical chain of “action 
unit action translation ac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phased characteristics. the single center poverty alleviation stage 
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a key actor, takes the translation of system reform 
as the center,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network presents the singl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high-
level government as the core; The administr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stage in whic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act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actor network extends vertically, takes the develop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translation as the center, and initially forms an administr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network driven 
by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the subordinate government; The “one core and multiple” poverty alleviation 
stage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articipated by multiple parties: mobilize multiple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focus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ranslation, and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network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Compound network stage 
under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build 
a more inclusiv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big data.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mirac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ive poverty; poverty 
governance; actor network; rural revitalization


